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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给武器出口松绑，一心妄图成为“正常国家”

的日本近年来小动作从未间断。近段时间以来，围绕

防卫装备的出口规则，日本政府正在想方设法寻找

所谓的“法理依据”。8月23日，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公

明党早于原定计划，提前召集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

原则》及运用方针（以下简称“原则及运用方针”）的工

作组会议。会上，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防卫省官员

发表意见，要求修改现行原则及运用方针，对警戒、

运输等5类防卫装备品，允许搭载杀伤性武器出口。

　　分析人士指出，上述危险动向背后，暗藏着日本

政府意欲放宽武器出口政策谋求军事松绑的动机，

这显然违背日本和平宪法理念，将给地区和平与稳

定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工作组会议提前举行

　　据《产经新闻》报道，此次工作组会议是按照日

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指示提前至8月举行的。

　　据了解，旨在研究修改原则及运用方针的工作

组会议成立于今年4月。经过数月讨论，7月上旬，工

作组会议梳理修改意见后休会，原计划于今年秋季

过后再次开会。关于此次会议提前召开的原因，有分

析人士指出，岸田政府目前急于放宽日本武器出口

政策，谋求军事松绑。

　　今年以来，在岸田主导下，自民党及日本内阁动

作不断，多次推动修改原则及运用方针。

　　1月，自民党为“促进日本国内防卫产业发展”、

扩大防卫装备出口，专门成立了议员联盟，积极推动

修改原则及运用方针。3月，岸田在参议院接受质询

时表示，将推动修改运用方针，并大言不惭地称日本

出口防卫装备是“维护印太和平安定、创造日本理想

安保环境的重要手段”。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也多次对媒体宣扬

同一论调，即“修改防卫装备品出口规则是（政府）必

须得出结论的课题”。

　　今年5月，日本防卫大臣滨田靖一甚至告知执政

的自民党、公明党联盟，由于现行的原则及运用方针

中对出口杀伤性武器“未作明确禁止”，日本政府“可

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出口”。

　　今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防卫产业基础强化法》，

设立400亿日元的基金，用于补贴、促进日军工企业产

品出口，这对原则及运用方针的修改形成倒逼之势。

　　分析人士指出，原则及运用方针是关于日本防

卫装备品出口的政策与规定，日本推动修改防卫装

备品出口政策与规定，向乌克兰出口杀伤性武器，不

仅不利于乌克兰危机的解决，更不利于地区稳定、世

界和平。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谋求放宽武器出口政

策是其强军扩武、谋求军事松绑的重要举措之一，与

和平国家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

“小步快跑”谋求军事松绑

　　限制武器出口是日本和平宪法理念的核心政策

原则。去年年底出台的新版安保政策三文件完全抛

弃“专守防卫”原则。此次岸田政府和日本执政党的

动向再度证实，日本欲大幅突破战后军事禁忌，谋求

军事松绑。

　　按照日本现行原则及运用方针，除合作开发国，

日本仅可以向在安保领域有合作关系的伙伴国家出

口救灾、运输、警戒、监视、海上扫雷等5类无杀伤性

防卫装备品。然而，在8月23日的会议上，日本政府意

见却认为，由于现行原则及运用方针“并无对杀伤性

武器的具体规定”，因此，上述5类防卫装备品搭载的

杀伤性武器也可以出口，如警戒监视用舰艇可搭载

机枪、排雷艇可搭载火炮等。

　　此外，按照现行原则及运用方针，日本与他国合

作开发的武器不得出口至第三国。但在此次会议上，

岸田政府以“可能对共同开发造成影响”为借口，要

求修改政策，放开对日本、英国、意大利共同开发的

第五代战斗机的出口限制。

　　实际上，日本“小步快跑”，用“切香肠”的方式一

点一点修改武器出口政策方针、谋求为“售武”松绑

的做法由来已久。

　　战后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日本受和平宪法和专守

防卫精神的影响，在《武器出口三原则》的规定下，对武

器出口一直持谨慎态度，原则上禁止一切武器出口。

　　然而，随着右倾化愈演愈烈，日本开始谋求放宽及

扩大武器出口。为此，2014年，日本新制定《防卫装备转

移三原则》取代了之前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大大降低

了武器出口的门槛。2022年底，日本又在新版《国家安

全保障战略》等安保政策三文件中明确提出，要研究修

改原则及运用方针，扩大防卫装备品出口。

反对担忧声音日益高涨

　　目前，即便在自民党、公明党执政联盟内部，对

于原则及运用方针的修订，也存在不同意见。

　　自民党主张废除救灾、运输等5种类型限制，更

大程度上解禁武器出口，一些公明党人士则持不同

看法。公明党干事长石井启一日前表示，出口杀伤性

武器赚取外汇的做法，对日本而言并不合适。

　　对于日本图谋放宽及扩大武器出口、强军扩武

的危险动向，日本民众及舆论一直持反对态度。

　　日本《京都新闻》社论指出，当前人们担心俄乌

冲突长期化，既然日本有防卫装备品出口的限制规

定，就应坚持原则。日本《朝日新闻》在社论中指出，

如果向别国提供杀伤性武器，不仅违背和平主义原

则，更会产生广泛影响，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日本共

产党机关报《赤旗》评论称，推进、扩大武器出口是岸

田政府打造军事国家的一环，不能允许这一危险图

谋得逞。

　　今年上半年，日本自2009年以来第二次举办了防

务与安全设备国际博览会。活动当日，300多名民众聚

集在会展中心门前，高喊“拒绝为战争准备”“拒绝死亡

商人”“反对战争”等口号，强烈抗议日本强化武器交易

的行径。日本“停止大军扩行为”代表杉原浩司谴责称，

这是助长国家间纷争的行径，不仅违反了《防卫装备转

移三原则》，还从根本上违反了和平宪法。

　　分析人士指出，近年来日本利用国际形势变化，

渲染威胁、炒作危机、制造对立，为自身摆脱战后体

制、放宽武器出口政策、谋求军事松绑寻找借口。去

年出台的新版安保政策三文件决定大幅提高防卫预

算，发展进攻性“反击能力”，严重违背和平宪法和专

守防卫精神，已经使日本防卫政策出现了战后以来

的重大转变。强化军工产业发展、谋求为武器出口松

绑，是日方又一值得国际社会警惕的举措。一旦岸田

政府得以再次修改原则及运用方针，必将导致日本

在背离和平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企企图图推推动动杀杀伤伤性性武武器器出出口口

岸岸田田政政府府小小动动作作不不断断图图谋谋为为““售售武武””松松绑绑□ 本报驻韩国记者 王刚

　　

　　日前结束的美日韩三国领导人戴维营

会晤，意在进一步升级美国与日韩两国的同

盟关系。此次会晤向国际社会传递的信号

是，美国企图在亚太地区挑起事端，试图拼

凑、打造亚太版“小北约”。国际社会担忧这

将把亚太推向“新冷战”。韩国国内有识之士

则指出，所谓的亚太版“小北约”不仅不会给

韩日两国带来真正的“安全感”，反而会推高

地区安全风险。一旦亚太安全局势出现动

荡，韩日两国将首当其冲受到波及。

近期动向引发担忧

　　美日韩领导人在戴维营会晤后宣布，为

应对所谓的“地区挑战和威胁”，今后每年三

国将至少举行一次领导人会晤，并将定期举

行年度三边军事演习、共享导弹预警数

据等。

　　据韩国媒体报道，就在戴维营会晤结束

后不久，韩美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8月29

日在济州南部海域实施联合反导演习。演习

重点练习三国军舰探测、追踪虚拟导弹靶标

并共享情报等流程。韩国海军方面称，为在

年内建立戴维营会晤商定的导弹预警信息

实时共享机制，三国当天还检验了相关共享

体系。

　　上述动向不仅引起地区国家和国际社

会广泛关注，也在韩国国内引发强烈担忧及

不安。

　　连日来，韩国各界猛烈批评美日韩试图打造准

军事同盟。有识之士指出，这是打着“维护安全”的旗

号，构建封闭排他的地缘政治“小圈子”。

　　显而易见，韩国民众比尹锡悦政府更能看清自

身的利益所在，不愿让韩国被绑上美国的“战车”，充

当美式霸权的马前卒。

专家学者强烈反对

　　8月22日，韩国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联盟前委员

长权永吉、梨花女子大学前校长辛仁羚、韩国文学评

论家廉武雄、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前委员长李万烈、

《韩民族日报》首任编辑任在庆(音)等30余名韩国专

家联合举行集会，反对美日韩通过戴维营会晤结为

三边同盟。

　　专家们批评称，尹锡悦政府谎称美日韩构筑三

边同盟是“历史新篇章”“维护东北亚和世界和平的

必要措施”，但这是与历史背道而驰，只不过是冷战

时期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尝试失败的地区军事同盟的

复制品。

　　韩国延世大学名誉教授文正仁8月24日接受韩

国媒体采访时指出，美日韩领导人戴维营会

晤给人一种回到冷战时代的强烈印象。带有

排他性质的小集团在国际政治上并不被

看好。

　　文正仁还指出，戴维营会晤并非所谓三

国“共赢”，实际上是美日收获良多，韩国付

出很多却一无所获，而且还承担了相当大的

安全风险。

　　就此，有分析指出，美国花大力气要将

韩日两国拉拢在一起，想拼凑、打造“小北

约”，是冷战思维作祟。在亚太地区贩卖安全

焦虑，煽动对立对抗，通过搞“小圈子”和集

团政治来损害他国战略安全，维护美国的全

球霸权，此举是逆时代潮流而动，背弃了地

区民众要和平、要发展的基本诉求。对于任

何带来分裂对抗的“小圈子”，爱好和平的国

家和地区民众都会坚决抵制。

呼吁切勿充当棋子

　　连日来，韩国国内有不少声音要求尹锡

悦政府慎重推进与美日的合作。

　　韩国国内舆论担忧，在美日韩同盟中，

韩国恐怕会沦为美国地区战略的棋子，陷得

越深就越会失去军事和外交上的主动权，落

入尴尬境地。

　　为此，不少韩国有识之士向尹锡悦政府

隔空喊话，呼吁其切勿充当美国的“棋子”，

为美式霸权火中取栗。

　　韩国《京乡新闻》指出，美国很可能把韩

国卷入不必要的纷争中，这“令人担忧”。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近日围绕

戴维营会晤批评称，尹锡悦政府在美国的主

导下与美日缔结三边同盟，不仅于国家无益

反而有害。共同民主党首席发言人权七胜担忧韩方

战略自主性遭到破坏。

  《韩民族日报》刊文指出，尹锡悦政府无视历史，

在没有说服舆论的情况下推进韩日准同盟化，韩国

社会难以接受。这家媒体还警告说，如果韩国卷入美

国鼓动的“新冷战”，半岛周边安全风险将明显增加，

韩国的安全态势将变得更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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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前的今天，中国与泰国签署了第一个双边引

渡条约，开启了历史上中外合作打击跨国犯罪的新纪

元。30年来，我们不断织密引渡条约网络，引渡成为打击

跨国犯罪、推进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重要手段。”

8月26日，在由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和北京师范大学法学

院联合主办的“中国对外缔结引渡条约30年：回顾与展

望”研讨会上，外交部条法司司长马新民如是说。

　　当天，近百名实务部门及学术界代表围绕“缔结引

渡条约30年的成就和挑战”“对外缔约及引渡实践中的

法律问题”和“国际执法司法合作展望”三个议题展开深

入研讨，梳理总结30年来我国在对外缔约和引渡国际合

作中取得的经验与成就，一致认为当前我国已经初步形

成了符合国际惯例、具有中国特色的引渡制度。

持续织密引渡条约网络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同外国缔结司法合作类条

约。其中，1993年8月26日正式签署的《中泰引渡条约》是

我国对外缔结的第一项双边引渡条约，今年8月26日适

逢该条约签署30周年。

　　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在研讨会开幕式上发表视频

致辞，积极评价30年来中国对外引渡合作取得的成绩。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孙红培在研讨

会上致辞时表示：“1993年8月26日我国与泰国缔结第一

个双边引渡条约，标志着我国与其他国家依据条约开展

引渡合作的正式开始。30年来，我国在对外缔结引渡条

约、制定引渡立法和开展引渡实践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

就，我们不仅于2000年制定通过了引渡法，使我国开展引

渡合作有了明确的国内法依据，还与其他国家陆续缔结

了双边引渡条约。”

　　外交部条法司处长史晓斌在研讨会上介绍说，1993年

至今，我国已与各国缔结双边引渡条约共60项，其中亚洲

国家20个、欧洲国家14个、非洲国家14个、拉美国家11个、大

洋洲国家1个，涵盖我国大部分周边邻国、拉美主要大国、

部分非洲国家和有关欧洲国家，特别是在与欧洲一些追逃

追赃重点国家的缔约工作上取得重要突破，难能可贵。

　　马新民在研讨会上发表主旨讲话时指出，我国的引

渡条约网络遍布五洲，目前已对外缔结了60项引渡条

约，其中百分之四十都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缔结的。“我们

用几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历史，初步形成

了符合国际惯例、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引渡制

度，取得了丰硕成果”。

　　“经过30年不懈努力，我国走完了发达国家近百年

的司法合作条约缔约历程，已迈入司法合作条约体系相

对先进的国家行列。”史晓斌也发表了类似看法。

缔约工作彰显重要意义

　　30年来，中外引渡条约从无到有，逐步构建起覆盖

五大洲的条约网络，有效保障了我国管辖权的行使，有

力促进了我国打击犯罪事业和反腐败斗争，切实维护了

我国企业和公民的合法权益，树立了致力于打击跨国犯

罪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我们依据这些引渡条约及引渡的平等互惠原则与

其他国家积极开展引渡合作，在通过引渡追回外逃人员

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功经验。特别是近年来，作为反腐

败国际追逃的重要抓手和主要措施，我国通过引渡合作

追回了大量的外逃犯罪嫌疑人。成功案例的取得，既是

我国通过引渡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重要成就，也是我

国国际刑事法治形象不断提升的重要体现。”孙红培说。

　　史晓斌在发言中指出：“覆盖五大洲的司法合作条约

网络初步构建并不断织密，为我国开展国际追逃追赃提供

了坚实法律基础，同时充分彰显了国际社会对我国司法体

系和人权保障的信心与认同。截至目前，我们成功引渡回

国400余人，其中大多数来自与我国订有引渡条约的国家，

充分彰显了对外缔约工作的重要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

究中心名誉主任黄风也对中国对外缔结引渡条约30年

来取得的成就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创造了若干个“第

一”的《中泰引渡条约》的缔结开创了我国全面、系统引

进关于引渡合作的国际法规范的先例，为我国在国际法

治轨道上开展境外追逃工作打开了新局面。

　　在本次研讨会上，黄风等多位专家学者在发言中称

赞外交部发挥的独特重要作用。据了解，外交部是我国

对外缔结引渡条约的牵头部门，负责引渡条约的谈判、

签署和后续批准生效等工作，同时也负责统筹推进引渡

案件的办理以及提出、接收、审查引渡请求、代表中国政

府作出承诺等，还牵头起草了我国引渡法。依托外交和

法律双重背景，外交部条法司在引渡实践中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多位与会专家称赞外交部将缔结引渡条约

等司法合作类条约作为双边关系的重要内容，积极主动

作为，持续织密条约“法网”。

助力国际执法司法合作

　　与会的实务部门及学术界代表纷纷表示，愿共同努

力，推动我国引渡工作取得新成绩、实现新发展。

　　华春莹在视频致辞中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引渡缔约工作与履约实践取得较大发展，服务国内大局

的作用更加突出。下一步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

治，丰富法律工具，密织条约网络，提高办案质量，强化

人才培养，助力我国国际执法司法合作行稳致远。

　　马新民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在此背景下，制度、人权和理

念之争日益向执法司法合作领域投射，我国引渡工作面

临新的挑战。结合当前国际形势和相关工作实践，马新

民对进一步做好引渡工作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坚持正

确的政治方向，服务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大局和全面依

法治国战略布局。第二，进一步增强统筹协调，全方位完

善引渡制度机制。第三，进一步强化能力建设，全过程提

高缔约履约遵约办案水平。

　　孙红培表示，学术界将加强国际法教学科研工作，

积极为包括引渡在内的国际执法司法合作建言献策，为

涉外法治建设、反腐败国际合作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事

业贡献力量。

　　“引渡条约的缔结和引渡实践的开展，既是我国统

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深化

反腐败国际合作、一体推进构建追逃防逃追赃机制的重

要途径。在此背景之下，外交部条法司和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联合主办、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承办的

此次研讨会，对于纪念我国对外缔结引渡条约30年，并

总结30年来我国缔结引渡条约和开展引渡实践的宝贵

经验、进一步推动我国引渡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理论

研究和实践发展就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孙红培说。

　　图① 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马新民在研讨会上发

表主旨讲话。 本报记者 吴琼 摄  

　　图② 与会的实务部门及学术界代表围绕“缔结引

渡条约30年的成就和挑战”“对外缔约及引渡实践中的

法律问题”和“国际执法司法合作展望”三个议题展开深

入研讨。 外交部条法司 供图  

中国对外缔结引渡条约30年来成绩斐然

　　● 1993年8月26日，中泰两国正式签署

《中泰引渡条约》。虽然该条约是我国在引渡

领域缔结的第一项双边条约，但条约确立的

原则和精神即使在今天也没有过时。

　　● 此后，以《中泰引渡条约》为基础，

我国先后与白俄罗斯、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

等国缔结了引渡条约，实现了双边引渡条

约“从无到有”的突破。

　　● 2000年，我国引渡法颁布，标志着

我国引渡制度走向成熟。

　　● 2006年，我国与西班牙签署《中西

引渡条约》，打开了我国同西方国家缔结引

渡条约的突破口，具有强大示范效应。

　　● 此后，我国又与法国、意大利、葡萄

牙、比利时、塞浦路斯、希腊等6个欧盟成员

国缔结了引渡条约。

　　● 截至目前，我国已与各国缔结双边

引渡条约共60项，其中亚洲国家20个、欧洲

国家14个、非洲国家14个、拉美国家11个、

大洋洲国家1个，涵盖我国大部分周边邻

国、拉美主要大国、部分非洲国家和有关欧

洲国家。

中国对外缔结引渡条约时间线

　　图为日本民众在举办2023防

务与安全设备国际博览会的千叶

县幕张会展中心门前强烈抗议日

本强化武器交易的行径。

新华社记者 张笑宇 摄  

　　当地时间8月17日，韩国民众在首尔抗议美日韩

三国领导人戴维营会晤。   新华视觉 供图

②①


